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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拉伯文手稿的收集与研究为视角

邓哲远

【提要】 20 世纪 50 年代，深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伊巴丹学派在尼日利亚兴起。国内现有研
究大多强调伊巴丹学派创新地使用本土口述材料、书写民族主义史学。以阿拉伯文手稿为视角重新
审视这一学派，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跨时代、跨学科的多元、动态的学术流派。20 世纪五六十
年代，世界各地、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在伊巴丹大学收集、整理、运用了大量阿拉伯文手稿，将其
背后穆斯林的历史纳入“非洲人的非洲史”，打破了殖民者带有的种族偏见，并证明非洲人历史上具
有国家治理经验。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开始，伊巴丹学派遇到资金、史观的挑战，学术影响力逐渐下
降，而“民族主义”“口述材料”亦不足以概括伊巴丹学派的特点。
【关键词】 伊巴丹学派 非洲史学史 阿拉伯文手稿 民族主义史学

1955 年，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毕业的肯尼斯·迪凯( Kenneth Dike) 出任伊巴丹学院①历史系主
任，并领导成立了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次年开始发行《尼日利亚历史学会会刊》(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他延揽教师、设计课程、培养学生，并主持“伊巴丹历史丛书”出版历史
系博士论文，尼日利亚的历史研究自此逐渐走上了职业化的轨道，②形成广为人知的“伊巴丹历史学
派”。当前国内研究大多将其学派特色总结为“民族主义史学”和“创新性使用口述材料”。③

国外学者同样对伊巴丹学派在口述材料之外的贡献语焉不详。托因·法洛拉和萨希德·阿德
令托曾论及伊斯兰文献传统及历史研究对这些文献的依赖，但并未专门论述阿卜杜拉希·史密斯
( Abdullahi Smith) 、默里·拉斯特( Murry Last) 、R. A. 阿德莱耶( R. A. Adeleye) 等仰赖阿拉伯文史料
的伊巴丹学者。④ 毛罗·诺比利认为在非洲史研究缘起的 20 世纪 50 年代，学者们常常忽视因与伊
斯兰教关系密切而被视为外部产物的阿拉伯文手稿，甚至有“反文献”倾向。⑤ 奥斯曼·坎恩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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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英国殖民政府在伊巴丹成立隶属伦敦大学的伊巴丹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Ibadan) 。尼日利亚独立后，1962 年，伊巴丹
学院成为独立的伊巴丹大学( University of Ibadan) 。
Michael Omolewa，“The Education Factor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Profession of Historian in Nigeria，1926 － 1956”，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Vol. 10，No. 3，1980，pp. 41 － 62.
李安山:《论伊巴丹历史学派———其形成、发展及批判》，《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90 年第 4 期; 张忠祥: 《20 世纪非洲史学的复
兴》，《史学理论研究》2012 年第 4 期;王严:《当代非洲史学进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6 年，第 65—72 页;李安山:
《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及其贡献》，《世界历史》2020 年第 1 期;石海龙:《阿德·阿贾伊的非洲史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
范大学，2016 年;石海龙、张忠祥:《阿德·阿贾伊与非洲史研究》，《史学集刊》2020 年第 3 期。
Toyin Falola and Saheed Aderinto，Nigeria，Nationalism，and Writing History，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11.
Mauro Nobili，“Manuscript Culture of West Africa”，Manuscript Cultures，No. 5，2012 /2013，pp. 42 － 51.



史学理论研究 2022 年第 3 期

阿拉伯文手稿为史密斯和他的学生拉斯特的历史写作提供了重要史料，并且是生产去殖民史学成果

的核心资源。①

本文以阿拉伯文手稿②与豪萨地区的历史研究为切入点，利用档案资料、学术出版物、人物访谈
等材料，从三方面考察更广阔背景下的伊巴丹学派。第一，将伊巴丹大学专业学者的研究与此前殖
民官员对手稿的收集与翻译进行对比;第二，将伊巴丹大学内部的历史研究置于跨学科、跨部门合作
的视野下;第三，关注伊巴丹大学及其学者在全球史学以及尼日利亚独立后社会变迁背景下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力图呈现一个“民族主义”与“口述材料”标签之外，在人员构成、史
料运用和思想观念等方面更加立体、动态的伊巴丹学派。

一、伊巴丹学派手稿研究的前奏

早在 15 世纪，沿着撒哈拉商路南下的阿拉伯穆斯林学者就为豪萨地区( 大约为今尼日利亚北部
部分地区和尼日尔部分地区) 的城邦君主留下了大量手稿，而当地富拉尼学者同样开始书写阿拉伯

文手稿。19 世纪初富拉尼吉哈德运动后，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的阿拉伯文手稿大量增加。奥斯曼·丹
·福迪奥等运动领导人和索科托帝国官员留下了大量手稿，内容涉及地区历史、诗歌、纪年、通信记
录等。③

20 世纪初，英国殖民官员开始利用这些手稿研究豪萨地区历史。这一时期的手稿收集、研究和
殖民统治息息相关。在《对豪萨地区的占领》一书中，巴克韦尔收录并翻译了 1891—1903 年占领索
科托期间从当地领导人办公室收集的阿拉伯文信件。④ 这一时期对阿拉伯文手稿的收集和翻译是基
础性的，在内容上也局限于与英国占领豪萨地区相关的事件，带有政治色彩。⑤

英国殖民时期对豪萨地区手稿研究最感兴趣的官员是里士满·帕尔默( H. Richmond Palmer) 。
1905 年，他在担任卡齐纳地区的参政官期间，在附近发现了《卡诺编年史》( Tarikh arbab hadha al-
balad al-musamma Kano) ，并在本地侍从的帮助下，⑥于 1908 年将这份阿拉伯文手稿翻译发表。⑦ 在
引言中，他提出豪萨地区受到闪米特、含米特和尼格罗人的三重影响。来自北方和东方的含米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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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了本土尼格罗人，导致了豪萨地区人种和思想混合的特点。在帕尔默的历史叙述中，公元前 500
年至公元 400 年，豪萨地区受到了“利比亚—柏柏尔人”( Libyo-Berber) 的影响。公元九世纪前后，来
自也门的阿拉伯部落征服了豪萨地区以东的乍得湖沿岸地区，建立了博尔诺王朝。公元 1000 年之
后，豪萨城邦被来自东方的外来种族占领，并不定期向桑海和博尔诺帝国上贡，直到 1807 年豪萨城
邦被带有犹太文化元素的富拉尼人推翻。① 帕尔默的研究强烈关注豪萨地区种族问题，并强调豪萨
人长期被外来种族占领，而外来种族又推动了豪萨地区的文明发展，这试图为作为新外来者的英国

人占领豪萨地区提供合法性支撑。
帕尔默的这一观念也直接影响了当时的知识生产。在他的支持下，悉尼·约翰·霍格本在 1930

年撰写《尼日利亚的穆斯林酋长国》一书，为“自中世纪以来西苏丹和中苏丹酋长国和民族相关信息
提供了概览式的框架”。② 霍格本使用了阿拉伯文手稿资料，但没有明确手稿来源，并不符合如今的
学术规范。在书中，领导吉哈德运动的富拉尼人被认为是“典型的非黑人”，他们的语言也不是非洲
语言。③ 这一理念与帕尔默一脉相承，都强调外来者创造了非洲本土文明，富拉尼人等有文字和带来
国家制度传统的族群都被归类为外来者。
这种认为入侵的外来种族为豪萨地区带来文明与进步的观点，是当时盛行的“含米特假说”的例

证。在殖民主义肆虐的 20 世纪上半叶，源于《圣经》传说的这一假说在得到人种学和语言学的强化
后，被用来解释在非洲大陆上发现的文明。西方人认为，更高一等的含米特人给非洲本土尼格罗人
带来冶铁技术和政治体系、发展和文明。④ 在帕尔默看来，传说中建立豪萨城邦体系的人具有含米特
血统;建立索科托哈里发帝国的富拉尼人也是含米特人，正是这些一波波迁移而来的含米特人，推动

了非洲的进步。通过这样的人种划分，欧洲殖民者将“非洲人”局限在“尼格罗人”，而这些人是停滞
的、落后的，需要外部种族带来进步和发展。这种将人种分为高低优劣的研究，不仅反映在不对等的
权力关系之下欧洲人对非洲人的贬低与歧视，更为以“高等种族”自居的欧洲人教化非洲人，即殖民
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伊巴丹大学的手稿收集

在殖民统治行将就木的 20 世纪中期，原先带有种族偏见和殖民主义的历史知识生产逐渐受到
职业学者的挑战。面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没有文字记录历史”的偏见，学者们一方面强调口述材料的
价值，另一方面寻找非洲本土的文字材料。以开创性使用口述材料而闻名的迪凯并不排斥书面文
献，而是大力推动档案收集与整理。他认为，只有重视原始材料的收集和利用，才能摆脱对口述材料
和伦敦英国公共档案馆的过分依赖，促进非洲史研究的发展。在他的推动下，国家档案馆前身———
尼日利亚档案办公室于 1954 年成立。⑤ 在迪凯眼中，尼日利亚的档案材料是“伊斯兰”和“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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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下的产物。① 因此，在 1957 年伊巴丹国家档案馆成立之初，他就计划招收一名阿拉伯学家作为
档案官员。② 档案馆开幕展览还展出了《卡诺编年史》等重要阿拉伯文手稿。③ 在伊巴丹学院，阿拉
伯文手稿收集和整理工作得到了图书馆、历史学系、阿拉伯与伊斯兰研究系等机构学者的共同关注。
与殖民官员翻译、研究某一具体手稿不同，他们对阿拉伯文手稿进行了系统性的收集、整理和编目，
为后来的学术知识生产奠定了基础。
伊巴丹学院图书馆副图书馆员 W. E. N. 肯斯戴尔是最早分析西非国家所藏阿拉伯文手稿的学

者之一。④ 1954—1955 年，他多次前往尼日利亚北部地区，为图书馆调研、搜集当地的阿拉伯文手
稿，先后获得了超过 150 份此前鲜为人知的手稿，⑤并将手稿按照作者进行分类，陆续出版三本名为
《伊巴丹学院图书馆所藏阿拉伯文手稿》的小册子。⑥ 1962 年，伊巴丹大学图书馆的新雇员哈利利·
马哈茂德在尼日利亚西部地区发现不少阿拉伯文文献，⑦将手稿收藏从 150 份左右扩充到约 600
份。⑧ 这一时期微缩胶卷技术的发展为手稿收藏提供了极大便利，图书馆员在完成胶卷制作后将手
稿归还所有人，与殖民官员相比更加尊重手稿拥有者的权利。
历史学者几乎在同一时间关注阿拉伯文手稿的重要价值。1954 年，英国人 H. F. C. 史密斯( 后

改名阿卜杜拉希·史密斯) 被招募加入伊巴丹学院历史系，成为尼日利亚历史学家学会创始会员以
及迪凯在历史系的助手。1958 年，历史系设计了“关于西苏丹历史的阿拉伯文手稿列表”计划，旨在
描述各机构现有文献信息，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便利。由于预计这一项目将耗时颇久，而对手稿的需
求又很急切，因此，他们将项目进展即最新手稿条目信息发表在《尼日利亚历史学会会刊》和《新闻
快报》上。⑨ 在历史系，史密斯最早利用手稿进行学术研究。1958 年 7—8 月，他前往英、法图书馆和
博物馆，调查相关阿拉伯文手稿资料。他翻阅了法国考古学家乔治·德·吉龙库尔 ( Geogres de
Gironcourt) 1911 年在尼日尔河湾地区收集的 223 份阿拉伯文手稿。�10 此外，他还整理了塞古收藏
( Segu Collection) 中关于西苏丹历史的手稿，指出这些收藏在欧洲的手稿大大增加了非洲学者的研
究难度，而在欧洲却乏人问津，呼吁西非历史研究必须重视此类材料。�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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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手稿收集和研究的重要参与机构是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系。1960 年，美国人布拉德福
德·马丁( Bradford G. Martin) 、英国人约翰·胡威克( John O. Hunwick) 分别被任命为阿拉伯 －伊斯
兰研究高级讲师和讲师。次年，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系成立。苏丹人 F. H. 阿尔 －马斯里( F. H. El-
Masri) 被任命为临时讲师，这大大增加了对用于教学和研究的手稿的需求。在新雇的学者中，胡威
克是日后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之一。他在 1963 年帮助成立了阿拉伯文文献中心 ( Centre for Arabic
Documentation) ，以微缩胶卷记录收集到的阿拉伯文手稿。从 1965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阿拉伯文文
献中心在《研究简报》( Research Bulletin) 上即时发表手稿的“分析式列表”，内容包括作者、标题、数
量和页数等，偶尔还会提供同类出版物信息，如加纳大学的《研究评论》( Research Review) 以及史密斯
于 1963 年在艾哈迈杜·贝洛大学 (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 启动的北方历史研究项目 ( Northern
History Research Scheme) 。①

与殖民官员相比，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专业学者和机构通过微缩胶卷等新技术以及出版研究简
讯等新形式，大规模收集、系统性整理，并广泛分享了尼日利亚北部豪萨地区的阿拉伯文手稿，数量
上远远超过殖民官员所获取的手稿。这些职业历史学者更加注重学科合作和分享，手稿收集成为多
个院系和机构的共同事业，而即时发布的最新手稿信息，为全球各地的研究者提供便利，从而为豪萨

历史研究的全球发展奠定了基础。
手稿收集的案例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殖民晚期历史的契机。利夫西在研究尼日利亚大学史时

提出了一个“英国殖民权力悖论”，即建立殖民地大学的过程带来了殖民地内部的多元化，从而限制
了英国的殖民权力，但同时，英国通过这些机构大大地增强了英国人在尼日利亚社会的存在感。② 从
手稿收集工作来看，很多来自英国的学者不可能像殖民官员一样使用殖民权力直接获取手稿，这意味

着殖民权力的衰退;而许多来自英国的学者仍然主导着这一事业，这似乎印证了利夫西提出的悖论。
但利夫西的研究聚焦在人员构成，没有足够重视去殖民时期学院派知识分子与欧洲殖民者在思想层面

的关联。接下来笔者将从伊巴丹大学手稿研究成果入手，考察伊巴丹学派学者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三、伊巴丹大学的手稿研究成果

殖民官员的工作大多是对单篇手稿的翻译与研究，但得益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伊巴丹各机构
对手稿的系统收集、整理和发布，职业学者开始综合利用手稿材料研究豪萨地区历史，不少伊巴丹大
学以外的学者也参与其中。20 世纪 70 年代，关于豪萨地区以及索科托帝国的研究已相当成熟，富拉
尼 －豪萨人成为尼日利亚三大族群中被研究最多的族群。③

史密斯长期以来关注阿拉伯文手稿及其重要的史料价值。1960 年 9 月在利华休姆历史大会
( Leverhulme History Conference) 上，他指出 19 世纪西非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吉哈德运动是非洲历史中
的独立主题，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西非社会和政治。他呼吁大家关注这个长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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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被职业历史学家忽视但又有大量书面史料的话题，以此重建非洲历史。① 他的学生拉斯特和阿德
莱耶是伊巴丹大学最早运用阿拉伯文手稿撰写博士论文的历史学者，也是日后索科托帝国历史研究

的重要人物。史密斯的另一大贡献是研究了富拉尼吉哈德运动对约鲁巴地区的影响。他指出，大量
专注于口述材料的学者忽视了文字史料的重要性，同时缺乏对口述材料的批判性利用，因此产生了

错误和不完整的研究。他利用大量未被前人使用过的阿拉伯文史料，提出旧奥约帝国的瓦解是因为
内部的分裂和斗争，而不是富拉尼人从北方的进攻。②

拉斯特在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完成本科和硕士训练后，于 1961 年来到伊巴丹学院，1963 年成为
第一位从尼日利亚本土大学毕业的博士生。③ 和手稿收集与整理是不同院系共同的事业一样，拉斯
特也是多个院系合作培养的结果。他在历史系跟随史密斯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在阿拉伯和伊斯兰研
究系的马丁和胡威克门下学习阿拉伯语，与马西尔、M. A. 哈吉等学者也有大量的学术交流。④ 拉斯特
称，史密斯对学生的要求非常高，不允许任何错误和笔误，要求他们的成果在任何方面都要胜过在牛

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以此反抗西方学界对非洲史学的偏见。⑤

拉斯特在读博期间前往索科托等北方城镇调研，并在各地图书馆和档案馆借阅富拉尼圣战运动领

导人及学者、官员留下的阿拉伯文手稿。他的论文描述了索科托哈里发从崛起到消亡( 1754—1903 年)
的政治史，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他强调，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证明存在大量可用于书写索
科托帝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在他看来，手稿资料和欧洲旅行者记录经过考证和收集后，都是重要的一手
材料。拉斯特按照时间将 19世纪索科托历史相关史料分为两类: 19世纪史料，包括阿拉伯文书籍、哈里发
帝国官员通信记录、欧洲旅行者记录; 20世纪英国殖民者到来后的史料，包括经过书面化的口头传说、英国
官员笔记和地名集以及自己的田野笔记。其中，阿拉伯文手稿是最重要的史料，而口头传说仅用于补充小
城镇、敌对族群历史等文字史料没有涉及的领域。面对浩如烟海的阿拉伯文手稿资料，拉斯特梳理、考证
了手稿的来源、作者、写作时间以及可信度，还引用、校对了不少帕尔默等殖民官员翻译的手稿。为了避免
手稿抄写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他还交叉对比，并选择同一文章不同版本手稿中最久远、最可信的一篇。⑥

伊巴丹大学培养的另一名研究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历史的学者是阿德莱耶。他的博士论文
《1804—1906 年北尼日利亚的权力与外交》，研究了索科托哈里发帝国从建立到被英国占领期间的
内外权力关系。⑦ 相比拉斯特，阿德莱耶的研究聚焦 19 世纪，因此有更广泛的材料可供利用。他在
伊巴丹大学图书馆和阿拉伯文文献中心以及伊巴丹和卡杜纳两地的国家档案馆等地，查阅了吉哈德

运动领导人写的阿拉伯文手稿、酋长们用阿拉伯语写的信件、穆斯林学者完成的编年史和年表等。
他的研究不仅继承了伊巴丹大学以及稍早毕业的拉斯特等人对手稿的收集和整理，还利用了殖民官

员的成果。他除了大量引用传教士档案和英国殖民档案、报纸之外，还批判地参考了部分殖民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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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收集的口头传说、翻译的阿拉伯文手稿。
总体而言，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者们，比如史密斯、拉斯特等人利用手稿以及其他各种材料，

完成了综合性的历史研究著作，填补了豪萨历史的知识空白。拉斯特等学者试图通过以手稿为基础
的扎实研究，证明非洲史学者可以写出有据可循的非洲历史。在他们的研究中，阿拉伯文手稿是最
基础但不是唯一的史料。史密斯指出，口述材料和包括阿拉伯文手稿在内的文字材料都是平等的史
料，都需要接受专业学者的批判性阅读。① 这种对多元史料的重视与迪凯对史料的态度一脉相承。
迪凯的博士论文在口述材料之外，还运用了大量探险家和传教士记录以及殖民档案。②

与殖民官员受“含米特假说”影响下的知识生产相比，伊巴丹学派“书写非洲人历史”口号的背
后是对“非洲人”这一概念的全新诠释。殖民官员往往刻意强调地区内部的种族和文化差异并加以
利用。例如，他们将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原有的行政组织和文化成就归功于外来种族，声称是这些带
有含米特血统的高贵种族给当地的尼格罗人带来了文明和进步。相比之下，在反殖民、民族独立情
绪高涨的背景下，伊巴丹大学的学者，尤其是研究豪萨历史的学者抛弃了这一套种族理论，强调过去

历史的经历者和参与者，不论族群、阶层、宗教背景，都是新独立的尼日利亚国家的成员，都是具有创
造力和能动性的“非洲人”。这些学者重视历史上的政治体系对现实的借鉴意义、历史研究对民族国
家构建和国家治理的作用，因此他们重点刻画索科托帝国政治史上的成就( 比如刻意忽略了长期存

在的奴隶制) ，试图为新独立的尼日利亚国家提供启发和发展蓝图。③

从思想层面来看，不少非尼日利亚学者都抱有对民族主义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利用阿拉伯文手

稿，主动参与尼日利亚历史知识生产，为非洲的民族解放和独立提供历史资源和思想武器。这些职
业学者除了展现他们的专业素养之外，还代表着一种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国际主义精神，很难说他们

是利夫西悖论中殖民权力的直接代表和延伸。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学者的研究重点是证明“非洲存在历史”，论证前殖民时代非洲存在

类似西欧现代国家的国家组织结构。尽管以此为导向的研究在当时为反殖民运动、民族国家独立提
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存在两大问题。第一，这种在非洲历史上寻找国家结构的努力接受了西方
历史发展经验的普世性，以欧洲历史发展轨迹衡量非洲的过去，没有摆脱欧洲话语的影响，这也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国家历史书写普遍面临的问题。④ 第二，以豪萨地区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尽管
提供了国家建设的经验，但难以服务于尼日利亚这样一个多元族群国家的国族建设，对单一地区的

重视反而加大了尼日利亚各族群之间的分歧。这反映在尼日利亚独立后迅速面临的族群矛盾和冲
突中，而这又与伊巴丹学派的式微息息相关。

四、史学史叙事中的缺位

尽管伊巴丹大学对阿拉伯文手稿的收集和研究取得了如此成就，但为什么很少出现在史学史叙

事中呢? 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和伊巴丹学派的整体发展、手稿研究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尼日利亚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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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二三十年内，随着内战和经济危机的先后爆发，伊巴丹学派遇到了人才流失、资金短缺等困难，
其重精英和重政治史的路径失去了对年轻学生的吸引力，同时受到更加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冲

击。伊巴丹学派不再是尼日利亚史学界独领风骚的学术群体，而这更是影响了阿拉伯文手稿在历史
研究中的地位。
尼日利亚独立后，大学教育的重要性得到广泛认可，成为三大族群( 约鲁巴人、伊博人、豪萨人)

之间的竞争领域。① 1962 年，艾哈迈杜·贝洛大学作为北部地区的大学在扎里亚成立。原在伊巴丹
大学任教的史密斯来到这里，推动北部历史研究计划，将伊巴丹学派的影响力带到北方。在这一项
目的支持下，艾哈迈杜·贝洛大学历史系利用临近手稿原始保存地的优势，在 60 年代中期收集并整
理、编目了一些阿拉伯文手稿，其中部分是原件，部分是扫描版，据估计手稿数量大约在 2000 份左右
( 不包括信件)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史密斯在卡杜纳建立了阿里瓦之家博物馆( Arewa House) ，并
担任第一任主任。他将这一机构定位为收藏、保存、研究与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历史有关的文档，在任
期间收集了很多酋长国之间的通信手稿以及一些文学作品手稿。② 今天，这一机构收藏了大约 1600
份手稿，基本来自四位私人收藏家，以及其他尼日利亚机构的收藏。③ 在尼日利亚族群竞争的背景
下，北部豪萨地区的机构和学者逐渐取代了位于西南部约鲁巴人聚居区的伊巴丹大学，成为手稿收

集和研究的主力，以服务豪萨—富拉尼穆斯林的族群认同。
1967 年，比夫拉战争在东南部的伊博族聚居区爆发，内战成为这一新国家面临的棘手的现实挑
战。不少曾在伊巴丹任教的学者因此离开尼日利亚，或者转移研究方向。伊博族学者迪凯因支持伊
博独立运动，流亡至哈佛大学，并出任非洲史教职。拉斯特转行研究豪萨传统医疗，接受人类学训练
后进入伦敦大学任教。④ 1967 年，胡威克离开尼日利亚，先后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加纳大学任教。
1981 年，他加入美国西北大学宗教学系，将阿拉伯文手稿研究的中心带到了美国。同时，胡威克主编
了第二卷《非洲阿拉伯文文献》，其中涉及福迪奥、阿卜杜拉、贝洛等人的作品，对已发现的文献进行
分类整理，详细地列出了作者简介、内容概要、收藏地点等内容。⑤ 这套工具书至今仍然是相关研究
人员必备的案头书。2000 年，胡威克和 R. S. 欧费伊( R. S. O'Fahey) 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在美国
西北大学成立了非洲伊斯兰思想研究所。这是北美第一个专门关注伊斯兰教在非洲的研究机构，鼓
励学者将阿拉伯文手稿资料整合进现有的非洲研究和伊斯兰研究中，改变非洲伊斯兰教研究在非洲

研究和伊斯兰研究中的双重边缘地位。⑥ 21 世纪以来，希尔博物馆暨手稿图书馆 ( Hill Museum ＆
Manuscript Library) 、非洲在线电子图书馆( African Online Digital Library) 、大英图书馆等欧美机构和
大学都开始了自己的西非阿拉伯文手稿保存计划。⑦

相比之下，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国际油价下跌时期，过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尼日利亚政
府收入锐减，面临严重财政危机。1986 年，时任尼日利亚总统的易卜拉欣·巴班吉达接受了世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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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其中手段之一是削减政府公共开支以减少财政赤

字。伊巴丹大学也未能幸免于难，《尼日利亚历史学会会刊》都难以保持正常出版。① 当胡威克在
1987 年重访他当年亲手创立的阿拉伯文文献中心时，他发现中心没有专职管理人员，大量手稿存放
在条件恶劣的房间中，部分胶卷已经无法阅读，他担心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手稿在未来几年就会完

全受损，众多工作人员十余年的努力将化为乌有，因此希望能够募集私人资金进行保护和管理工

作。② 笔者曾拜访过伊巴丹大学阿拉伯文文献中心，大量的资料堆砌在狭小的房间内，布满灰尘的胶
卷阅读器已经老旧不堪。大量专业人才的流失导致伊巴丹大学手稿收集和研究的式微，而手稿的电
子化为全球各地学者提供了研究便利，但伊巴丹大学由于人才、技术、资金有限，没能积极参与这一
学术潮流，其在全球阿拉伯文手稿研究中的地位进一步边缘化，所藏手稿及其背后的学术史更加不

为人知。
除此之外，阿拉伯文手稿的利用和研究深受史学潮流影响。20 世纪中叶，伊巴丹大学的历史研

究重点是前殖民时期政治精英的历史，强调非洲人民有自己的国家治理经验和能力，从而服务于新

成立的民族国家。然而，内战和经济危机残酷地击碎了这一现实:族群冲突、经济发展、国家整合成
为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历史学者的民族主义热情遭遇当头一棒。政治精英在国家治理上的失败，
导致为其合法性提供学术根基的民族主义史学面临信任危机。历史学这一难以提供直接工作机会
的学科也逐渐丧失了对新一代学生的吸引力。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伊巴丹大学历史系毕业生
人数不断下降。③ 尼日利亚的历史学家们意识到了历史学的这一危机。在 1977 年的第二届世界黑
人与非洲艺术文化节( FESTAC＇77) 上，作为伊巴丹学派领军人物的阿德·阿贾伊提出要重视历史学
的相关性，认为可以重点研究社会科学史学，即社会经济史、移民史、生产关系与技术等，以保证历史
学始终与现实保持关联。④ 在 1980 年的尼日利亚历史学会会议上，他承认，“我们已经意识到在新殖
民主义面前，实现政治独立只是一个空洞的成就，当下最重要的主题不是政治，而是非洲欠发达的社

会经济根源。”⑤与此同时，从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引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依附论的艾哈迈杜·贝洛大
学历史系挑战了长期以来重材料轻理论、重精英轻大众的伊巴丹学派。⑥ 阿拉伯文手稿因自身局限
性，其在尼日利亚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在视角方面，阿拉伯文手稿的作者大多是政治或
宗教精英，长期以来被用于研究政治史;而在时空上，阿拉伯文手稿大多是关于北方穆斯林集中地区

前殖民时期的历史。正是因为视角和时空局限性，阿拉伯文手稿很难满足当时的历史学研究需要，
其重要性也逐渐下降。⑦

总体而言，伊巴丹大学由于国内族群政治环境和学术潮流等因素，手稿收集和研究工作的重要

性逐渐下降，成果产出落后于北方院校;而且受限于人才、技术和资金条件，没有跟上国际学界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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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化的潮流，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在这样的情况下，史学史研究者没有足够重
视伊巴丹学派对阿拉伯文手稿收集和研究的贡献。相比之下，口述材料的运用在伊巴丹大学乃至全
球史学界都得到了延续和承认，伊巴丹学派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因此得到了更多史学史学者的关注。

结 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代伊巴丹大学( 学院) 的职业学者开始利用各类材料，书写非洲人自己
的非洲史。当前对伊巴丹历史学派的研究大多强调其民族主义倾向和口述材料运用。笔者并不否
认这两大特点，但认为这不足以概括伊巴丹学派的全貌。因此，本文以阿拉伯文手稿的收集和研究
为视角，呈现一个在人员构成、材料运用和思想观念等方面更加复杂、多元、动态的伊巴丹学派，进一
步展现 20 世纪中期尼日利亚史学与全球史学、国内社会经济变迁紧密相连的历史图景。
在人员构成方面，不少同情、支持非洲民族独立的欧美学生、学者是伊巴丹学派的重要成员; 这

一学派并不局限于历史系，比如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系在手稿收集和整理、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了
重要的贡献，是全球收集和研究阿拉伯文手稿的先驱之一。伊巴丹学派通过学术期刊、文丛等方式，
为拉斯特等年轻学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这些学者在尼日利亚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为
全球史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伊巴丹学派不仅仅是孤立的民族主义史学流派，更是 20 世纪
中期全球学术网络的重要节点。
在材料运用方面，以阿拉伯文手稿为代表之一的文字材料和口头材料在伊巴丹学派占有重要地

位。从迪凯运用多种文字材料的博士论文和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到本文关注的手稿研究，都证明
了文字材料在伊巴丹学派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伊巴丹大学主持的贝宁王国历史研究项目更是一个集
合了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历史研究项目，①足见伊巴丹学派学者对多元史
料的重视。这些多元材料并不互斥，而是为了书写更加完善的非洲史需要互相补充和运用。
在思想观念方面，伊巴丹学派学者抛弃了殖民官员“含米特假说”偏见，强调非洲人的历史能动

性，书写非洲本土国家和政治治理的历史，以此服务于新国家的独立与建设，但其思想没有完全脱离

“欧洲中心论”的观念，仍以欧洲历史经验作为模板考察非洲历史，并且以单一族群为中心的历史研
究难以为新兴多元族群国家的国族建设提供帮助。因此，伊巴丹学派这种重精英、重政治史的路径，
在独立后因国家整合、经济危机等原因遭到了质疑和挑战，而手稿更是因时空和视角局限性，重要性
日益下降，逐渐失去了历史学家包括史学史研究者的重视。

( 作者邓哲远，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邮编: 32608)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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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ARTICLES

historiography． Constructing a“complete and inclusive”Chinese historiography is the direction of our
future efforts． The fourth i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mainly from the
aspects of academic status， histori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narrative scopes， objectivity pursuit，
func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By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ancient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y，we can reveal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Rethink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a Scholarly Discipline / /
Zhang Baoming

While the stud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current academic field，it is still
worthy of our in-depth consideration to think about the subjectivit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a scholarly
discipline． From this point view，research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should have both a unique
perspective and a solid foothold． Yet in terms of its connotation，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has not been
clearly defined; in terms of its extension，the object of its study and coverage of its outreach have not been
well explained; it terms of its methodology of argumentation，intellectual history has not become as
competitive in sophistication as other humanities disciplines are． In view of these shortcomings，we need to
make further efforts to analyze and define the scope and subjectivit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writing．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Sanshi( Three Histories) and the Reshaping of Its Connot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 / Cheng Yunlou

The Sanshi ( three histories)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scholars，represented by Zhang Heng and Ying Feng，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Shij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he Hanshu( Book of
Han) ，and the Hanji ( all compiled by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hich promoted the concept of Sanshi．
After the Wei，Jin，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the concept Sanshi became separated from its
content: on the one hand，the concept was abstracted and canonized; on the other hand，Fan Ye's Hou
hanshu( Book of Later Han Dynasty) and other later Han history books nearly replaced the Dongguan hanji
in Sanshi． After the Tang Dynasty，the establishment of Sanshi Ke ( the discipline of“three histories”)
finally brought Hou hanshu back to the Sanshi category，which once again unified the name and content of
Sanshi．

Rethinking the Ibadan School of History in Niger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llection and
Study of Arabic Manuscripts / / Deng Zheyuan

In the 1950s，the Ibadan school of history emerged in Nigeria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sing influence of
nationalism． Chinese historians have argued that historians of the school innovatively employed local oral
sources to write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of Africa．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llection and study of
Arabic manuscripts． In doing so，it places the Ibadan school of history in the longue durée and within a
cross-disciplinary setting． In the 1950s and 1960s，schola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disciplines
collected，cataloged，and studied a large number of Arabic manuscripts at the University of Ibadan． Based
on this，they refuted the racial biases of colonialists by proving that Muslin history is part of the“African
history of Africans”and by proving that Africans hav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state governance． From the
late 1960s，the collection and study of Arabic manuscripts by Ibadan historians started to suffer from the
lack of funding and to encounter challenges from other trends of historical writings，and its influence
gradually decline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badan school of history has transcended the limited scope of
“nationalism”and“oral materials”．

The Critique and Its Limitations of Individual Memory as a Historical Source: A Case Study on
Holocaust Historian Raul Hilberg / / Liu Yingjie

With the“memory turn”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which focuses on how events are recalled and
constructed，the value of individual memory as a historical source has been rediscovered． But as individual
memory prioritizes emotional and ethical values，it also brings about the paradox of how to compreh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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